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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据国家 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内容，
2016年农民工总量为 28 171万人，在 1980年及以
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外出群体的绝大多数，其比重占

外出总量的 49.7%，比上年提高 1.2个百分点①。如
此庞大数量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为新型城市化推进、
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

贡献，但城市融合不紧密，多数农民工未能在就业、
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的基本

公共服务。如何有效促进青年农民工群体从农村真
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不仅仅关系到新型城市化和

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也是实现和谐社会、公平正义
以及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群
体城市居住问题，探讨“留城”还是“回乡”逐渐成为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目前，关于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已经

取得系列成果，可以从微观层面与系统层面进行归

纳：一方面，微观层面因素。从性别视角来看，男性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高于女性农民工 [1]；从年龄结

构视角看来，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则意味着该

群体的年龄越大，因此，与青年农民工相比，年长的

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强烈[2-3]；学者研究发现

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对其城市定居有正向效应[4-5]；农

民工预期收入对其城市定居产生重要影响，预算收

入主要体现在就业形态与职业流动[6-7]；还有学者认

为农民工对城市的公平感知度认知也会影响城市定

居选择[8]。另一方面，系统层面因素。学者从地域差
异视角研究发现，农民工流入地的经济水平与其家

乡相比有明显差异[9]、两地房价也有明显差别[10]、流
入地对农民工相关的政策扶持[11-12]、城市文化渗透[13]

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扶持[14]都对

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上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忽略了农

民工代际分化因素，老一代农民工与青年农民工“留
城”还是“回乡”的决策有明显差距。故文章从理性选
择理论视角来分析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那么，
在城市融合中青年农民工是“留城”还是“回乡”？什
么因素影响青年农民工选择城市定居？这些是本文

试图回答的问题。

摘 要：采用 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从微观层面与系统层面分析哪些因素对青年农
民工城市定居产生影响，并讨论该群体城市定居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发现：微观层面上的学历水平、党员身份、
“流入地”家庭年收入以及“流入地”家庭居住支出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有显著影响；系统层面上的就业制度环
境、住房政策以及社会公平环境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有显著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没有
显著影响；基于微观层面和系统层面因素理性考虑，青年农民工群体倾向性选择在小城市、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定
居，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对其定居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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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模型建构

（一）理论基础

理性选择可以总结为效用最大化选择，也就是

说理性行动者会以付出最小代价获取未来预期最大

收益[14]。对于青年农民工而言，其预期收益差异取决
于所采取不同的行动，然而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定

居意愿取决于预期收益是否最大化，而这种预期收益

是否最大化，不仅限于其经济生活，也包括文化融入

性、社会公正性、政治诉求合理性等，青年农民工群
体城市定居理性选择可用公式（1）来表示：

V=BP-PτC （1）
If Vi＞Vj then Vi is chosen
在这里，B表示青年农民工群体选择定居城市
中未来预期主观期待收益；C表示青年农民工群体
获得收益过程中要付出一定代价，主要包含青年

农民工群体预期的城市定居投资房产费用和适应

性过程中遇到的处罚；P 是青年农民工群体预计
获得成功的概率；Pτ表示青年农民工群体预计损
失概率事件；V 表示青年农民工群体获得的净收
益；i和 j分别表示青年农民工个体 i和青年农民工
个体 j。
（二）模型建构

在讨论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选择时，可建

立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选择效用函数，将其选择城

市定居用数字 1表示，而不选择城市定居用数字 0
表示。用 U1

i表示第 i个青年农民工城市选择的效
用，U0

i表示第 i个青年农民工不选择城市定居的效
用。其效用均为随机变量，于是有：

U1
i =α1+Xi′β1+ui

1 ［1］
U0

i =α0+Xi′β0+ui
0 ［2

�
］

（2）

将［1］-［2］，得：
U1

i －U0
i ＝（α1－α2）＋Xi′（β1－β0）＋（ui

1－ui
0） （3）

记：yi*=ui
1－ui

0；α*=α1-α2；β*=β1-β0；ui
*=ui

1 -ui
0

则有 Yi
*=α*+Xi′β*+ui

*，当效用差 Yi
*大于零，则

应该选“1”，表示青年农民工选择城市定居；当效用
差 Yi

*小于零，则应该选“0”，表示青年农民工不选
择城市定居。
故 p（Yi=1）=p（Yi

*＞0）=P（ui
*＞-α*-Xi′β*）=1-F（-

α*-Xi′β*） （4）
p（Yi=0）=p（Yi

*≤0）=P（ui
*≤-α*-Xi′β*）=F（-α*-

Xi′β*） （5）
结合自变量 Yi

*及定居意愿事件发生的概率，

为概率事件发生提供可估计的结构模型，当 yi*＞0
时，取 yi=yi*＞0，称 yi 为“无限制”观测值；当 yi*≤0
时，取 yi=0，称 yi为“受限”观测值。当“受限”观测值
均截取为 0的时候，可推广的模型为：

yi*=βTxi+εi，（i=1…N） （6）
假设 εi~N（0，σ2），令 yi*=α0+α1M1+α2M2+μ （7）
由于样本对于总体二分变量，因此，可以用二元

模型估计，在式（7）中，yi*表示第 i位青年农民工城
市定居决策，其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如微观解释变量

M1、系统解释变量 M2及误差项 μ。

三、研究设计与分析

（一）研究的数据获取

本研究使用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0）的数据②，青年农民工群体是文章的重

点研究对象。文章界定青年农民工群体是指 1980年
以后出生且外出从业 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故
文章给出青年农民工的定义：是指户籍在农村，从事

非农工作，其年龄在 18-35周岁的青年人口。根据
（CGSS2010）提供的数据，对数据进行有效整理后，
符合本文研究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有效样本

数量为 419个，运用 STATA14软件对有效样本数据
进行统计、计算及分析。
（二）变量操作

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实证研究是从微观及

系统两个层面来分析，故本文建构的计量模型基本

框架是：自变量是微观和系统两个层面的内在各种

影响因素，因变量是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定居决策
是二分类变量，本文可采用的是二元 Logit回归模
型，并结合 CGSS2010数据对变量进行处理。
第一，因变量（yi*）。模型的因变量：青年农民工

群体城市定居决策，该变量选取为“未来您是否有计
划到城市定居”。故变量操作过程为当选择“是”和
“已经在城市建房或者购房”操作化为“1”，表示在城
市定居；选择“否”操作化为“0”，表示不在城市定居。
第二，自变量。文章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择自

变量③。对模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具体选取和说明
详见表 1所示。
（三）研究结果

1.研究描述性分析。从表 2中可以看出：第一，
在微观层面中，青年农民工群体男性和女性比为

46.3%，可以看出男女性别比呈现均等化形态；青年
农民工群体婚姻变量均值为 0.295，从而可以发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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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青年农民工还处于未婚状态；在所观测的数据中，

是否是党员的变量均值是 0.133；在研究中也可以看
出，多数青年农民工群体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初中及

以下占青年农民工群体总数的 72.49%；青年农民工的
“流入地”人均家庭年收入为 36 394.76元，“流入地”
人均家庭居住支出为 2 058.84元。第二，在系统层面
中，青年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保障参与程度
不高，青年农民工群体养老保险参与率为 22.7%，医

疗保险参与率均值为 20.7%；住房保障政策变量均
值为 0.238，多数青年农民工群体还是被排除在城市
住房保障政策外。目前，多数青年农民工群体对社会
公平感认可度偏低，认为目前社会处于相对不公平

状态。但青年农民工就业制度有所改善，22.43%的
青年农民工群体就业时能够完全自主决定工作方

式，23.87%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就业时一定程度上能
自主决定工作方式，这两项累计百分比接近 50%。

表 1 模型中的变量说明

是否计划到城市定居

有无医疗保险

有无养老保险

住房保障政策

社会公平感知

就业环境中工作方式决定

性别

是否结婚

是否是党员

教育水平

“流入地”家庭年收入（元）
“流入地”家庭居住支出（元）

变量说明

1=是，0=否
1=没有，0=有
1=没有，0=有
1=享受，0=不享受
1=公平，0=不公平
4=完全自主决定，3=一定程度决定，2=很少程度决定，1=不能决定
男=1，女=0
是=1，否=0
是=1，否=0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
数值加 1取对数
数值加 1取对数

系统层次变量

微观层次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表 2 描述性结构和预期影响

变量名称

是否到城市定居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住房保障政策

社会公平感知

完全自主决定

一定程度决定

很少程度决定

不能自主决定

性别

婚姻

党员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以及以上水平

“流入地”家庭年收入对数
“流入地”家庭居住支出对数

均值/频率
0.234
0.227
0.207
0.238
0.310

94.0000
100.00000
50.0000

175.00000
0.463
0.295
0.133

91.0000
212.00000
65.0000
51.0000
7.727
6.408

标准差/百分比
0.423
0.312
0.406
0.285
0.463
22.43%
23.87%
15.55%
11.96%
0.499
0.351
0.340
21.77%
50.72%
15.55%
11.96%
4.482
2.231

预期影响

+
+
+
+
+
+
-
-
？

+
+
+
+
+
+
+
-

因变量

系统层次变量

微观层次变量

注：“+”表示预期有正向效应，“-”表示预期负向效应，“？”表示预期影响方向暂时未定。

2.模型回归分析。第一，从微观层面来看，青年
农民工群体性别和婚姻变量对其城市定居决策没

有显著影响，但婚姻变量系数为负，在控制其他变

量不变的条件下，与未婚青年农民工群体相比，已

婚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定居意愿下降了 0.37倍

（1-e-0.465），说明如果目前处于已婚状态青年农民工
群体多数倾向离开城市，回流老家居住。目前，对于
青年农民工群体来说，举家迁移城市居住面临诸多

困难。表 3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青年农民
工群体是党员身份，预期影响方向为正，但党员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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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863，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是
否是党员身份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选择有显

著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相对于非党员身份来

说，党员身份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意愿下降了

0.58倍（1-e-0.863），一个可能解释是，如果青年农民工
是党员，意味着其在户籍地属于优秀人员，是怀揣

理想到城市务工，等待自己有能力时回流户籍所在

地创业，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青年农民工自身
文化修养对其城市定居决策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在

表 3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青年农民工群体对应城市定居意愿也逐步增

强，故与初期假设方向一致。“流入地”家庭年收入
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决策有显著正向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入地”青年农民工群体家庭
年收入逐渐变多，其城市定居动力也就逐渐增强。
“流入地”青年农民工家庭居住支出变量系数 0.302，
且显著，但与假设向不一致，一个可能缘由是青年农

民工家庭居住支出高对应着该群体的家庭收入也较

高，故对应着在城市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从而间接表

明该群体在城市定居意愿也比较强烈。

第二，从系统层面来看，青年农民工群体享受的

社会保障，对该群体未来稳定生活起到积极推动的

作用，从而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选择应该有正向

影响。但是从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有无医疗保险”

和“有无养老保险”变量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并不
产生显著效应，但两个变量系数为负，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如

果在城市没有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该群体需要更

多资金储备来面对未来养老及医疗所带来的生活风

险及不确定性，从而会对该群体城市定居产生负面

推动作用。住房保障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产生显
著影响，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
情况下，相对不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的青年农民

工而言，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的青年农民工选择城市

定居意愿增加了 3.15倍（e1.424-1）。但在表 2中住房
政策变量均值为 0.238，多数青年农民工群体还是被
排除在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外。社会公平感知度变量
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有显著影响，在显著性

水平 10%的情况下通过检验，系数为 0.558，表明社
会公平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决策有显著的正

向效应，青年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如果有较高的
公平感知度，不但满足了其向往“流入地”居民一样
公平的市民待遇，而且增加了青年农民工群体对“流
入地”城市的认同，从而对其在“流入地”城市定居产
生显著影响。青年农民工就业方式决定程度对城市
定居选择影响较大，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相对于“不能自主决定”工作方式的青年农民工而
言，一定程度能够决定工作方式的青年农民工群体，

城市定居概率增加了 5.47倍（e1.868-1），完全能够决
定工作方式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概率增加

了 6.68倍（e2.039-1）。因此，就业制度环境变量对青年
农民工城市定居选择存在正向推动作用。
第三，理性决策。从微观层面和系统层面分析影

响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选择的关键因素，通过

表 3可以看出，青年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首要影响
因素为住房保障政策，该变量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排

序第一，其次是“流入地”家庭年收入变量，对青年农
民工群体城市定居选择最不重要影响因素为社会保

障变量，其他排序见表 3。通过微观与系统层面的考
虑，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类型定居有选择性偏好（见表

4）。青年农民工基于自己的理性考虑，首选小城市作
为自己理想定居点，其次是县城/县级市，然后是地
级市，前三项累计百分比为 80.19%，说明在小城市、
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定居是青年农民工理性的选
择。接着为省城，最后为直辖市，这两项累计百分比
为 11.69%，说明省城与直辖市对青年农民工定居没
有吸引力。

表 3 微观、系统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选择的回归结果

变量

性别

婚姻

党员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水平◆
“流入地”家庭年收入
“流入地”家庭居住支出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住房保障政策

社会公平感知

完全自主决定▲
一定程度决定▲
很少程度决定▲
常数项

样本量

伪拟合度

F值

B
0.397

-0.465
-0.863**
0.840**
1.105**
1.225**
0.169***
0.302***

-0.072
-0.107
1.424***
0.558*
2.039**
1.865*
1.643

-7.685

标准误

0.144
0.320
0.443
0.413
0.489
0.542
0.039
0.088
0.348
0.348
0.314
0.324
1.104
1.098
1.211
1.400

Z值
1.39

-1.45-
-1.95-
2.03
2.26
2.24
4.33
3.42

-0.21-
-0.31-
4.53
1.72
1.85
1.70
1.36

-5.49-

排序

12
11
7
6
5
4
2
3

15
14
1
9
8

10
13
-

注：（1）*** 处表示 p<0.01，** 处表示 p<0.05，* 处表示 p<0.1；
（2）◆处参照项是小学以及以下；（3）▲处参照项是不能自主决定。

419***
000.221***
0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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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青年农民工定居城市理想选择

定居城市选择

小城市

县城/县级市
地级市

省城

直辖市

其他

样本

163
132
41
28
21
34

百分比

38.90
31.50
9.79
6.68
5.01
8.11

累计百分比

38.90
70.40
80.19
86.68
91.89

100.00

四、结语

文章利用 CGSS2010年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
论，从微观层面与系统层面分析哪些因素对青年农

民工城市定居选择产生影响。得出城市住房保障政
策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城市选择“留城”的首要考虑因
素。同时研究发现：第一，微观层面。随着青年农民工
学历提高，其城市定居意愿也逐步提高。如果青年
农民工是党员身份，对其城市定居选择产生显著的

负面影响。“流入地”家庭年收入以及“流入地”家庭
居住支出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有显著正向影响。第
二，系统层面。青年农民工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对
其城市定居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制度环境

和社会公平的环境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居选择也产

生了积极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对青年农民工城市定

居选择没有显著影响。第三，基于微观层面和系统层
面因素理性考虑，在中小城市（小城市、县城/县级市和
地级市）选择未来居住地点是多数青年农民工群体的

理性考虑，而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对多数青年

农民工群体未来定居地选择并没有很强吸引力。基于
以上结论，故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可考虑采用市场机制实现青年农民工城市

住房梦。青年农民工城市住房梦实现需要多方协同合
作，主体采用住房市场化机制，同时地方政府给予一

定程度的财政补贴。而财政支持可以看成是政府的
一种社会性投资，投资性政策制定将会推动青年农

民工人力资源不断累积，具有正的外部收益性，将有

益于该群体未来选择城市定居。第二，应取消户籍
准入门槛，在青年农民工群体有稳定就业的前提下，

准许其转入城市户口，并为其提供与城市人均住房

面积相匹配的保障性住房，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则可

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积极将青年农民工优秀分子

转变为市民。第三，制定公平合理的就业政策。能够
就业是青年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生存与发展的前
提，在宏观上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进青年农民工

群体就业，保障青年农民工群体获取劳动报酬；而在

微观上可考虑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

提高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工作适应能力，为该群体实

现奋斗目标提供支持。第四，完善青年农民工群体公
共服务。随着青年农民工群体对“流入地”贡献的增
长，其对“流入地”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诉求也不
断增强，享受与“流入地”居民完全一样的公共服务
实是该群体的最终目标，因此，让青年农民工群体享

受并参加“流入地”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从而为该
群体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
5189509.htm#1。

②关于 CGSS2010 详细的抽样说明读者可以在 http://
www.cgss.org/查阅。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在全国一共抽
取了 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 5个大
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样本量为 11 9786个，该调查收集
了大量关于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城市住房、就业信息与受
教育信息等。

③首先是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关联度高的变量不同时
选入模型。其次，变量的导向性。具有政策指向性的变量选入
模型。最后，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影响
因素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对青年农
民工家庭年收入、年支出等观测值，加 1后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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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the 2010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from the micro and
system level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on the youth migrant workers settling down in city，and discussthe first
factor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urban settlement of this group. The study fou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party member identity，
"inflow"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and "inflow" household expensesfor the youth migrant workers settling down in citie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system level of employment system，housing policy and social fair environment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youth migrant workers settling down in cities，and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youth migrant workers settling
down in citi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Based on rational consideration of factors at the micro and system levels，young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settle down in small cities，counties，county-level citie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while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municipalities are not attractive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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